


谢晓非 、徐联仓发展了一项综合指标 ,即“风险

程度指标”来衡量风险认知的强弱 。该指标由风险

结果的影响大小 、可能性 、严重性三个维度的数据平

均而成[ 5] 。

　　风险程度指标与六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

1。除构成风险程度指标的三个维度外 ,对环境问题

的熟悉程度 ,持续性及可控程度也与风险指标有显

著的正相关 ,这说明该指标可有效并集中地代表环

境风险评价的其它维度。

3.1.2　风险条目分析

可以推测 ,个体对某些类似环境条目的风险认

知可能呈现相似的认知特征 。因此 ,将个体有相似

认知特征的环境问题归类 ,可以更好地分析环境风

险问题。
将环境条目按“风险程度指标”的数据进行因素

分析(Bartlett 结果 χ2 =4338.30 , p <0.000;KMO

测度值为 0.89>0.6 ,说明数据可进行因素分析)。

使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 ,根据碎石图

及解释方差的百分比抽取 3个因子 ,解释方差百分

比为 53.7%。结果如表 2所示 ,其中因子 1的 16个

条目包括资源 、污染及辐射等条目 ,关系着可持续发

展等方面 ,是着眼于大环境 、相对抽象的一类 ,因此

命名为“生态环境类”因子;因子 2 的 6 个条目主要

是关于疾病与不可抗力造成的自然灾害 ,命名为“疾

病与灾害类”因子;因子 3的 9 个条目绝大部分是日

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环境问题 ,这一类是着眼于小

环境和具体现实情况的条目 ,命名为“生活环境类”

因子 。
表 1　风险指标与各维度相关矩阵

维度 r p

影响程度 0.547 0.000

可控性 0.544 0.000

熟悉性 0.432 0.000

持续性 0.694 0.000

可能性 0.773 0.000

严重性 0.750 0.000

表 2　环境条目的因素分析结果

1.生态环境类 2.疾病与灾害类 3.生活环境类

条目 载荷 条目 载荷 条目 载荷

地下水污染 .809

污水排放入河流 .767

饮用水污染 .734

废旧电池的抛弃 .733

铅对健康的影响 .728

化工厂的污染 .713

过度开发资源 .691

处理有害废弃物 .688

占用土地资源 .687

珍稀动物遭威胁 .676

对臭氧层的破坏 .674

建材放射性影响 .646

抛弃医用废弃物 .613

空气中的污染物 .604

过度捕捞 .585

X射线的放射性 .585

血液系统疾病 .850

传染性疾病 .837

艾滋病 .807

细菌与微生物 .735

SARS .719

地震 .653

洪涝灾害 .591

锅炉房噪音 .759

铁路运输 .701

装修施工噪音 .689

餐馆油烟污染 .596

视觉污染 .596

被动吸烟 .524

道路湖泊垃圾 .512

转基因食物 .427

3.1.3　三类环境条目的风险认知特征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三种类型的环境问题在

性质上有所差异。首先 ,对三类环境问题的风险知

觉进行方差分析 ,发现在各个维度上的风险认知水

平存在差异 。在“影响程度指标”上 ,个体对“生活环

境类”的风险认知要显著低于“生态环境类”(M1-3

=-1.723 , p <0.000)与“疾病灾害类”(M 1-2 =

-1.716 , p <0.000)。这说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类问题和对人身健康有直接影响的疾病类问题是

现阶段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影响程度”维度上 ,个体

认为“生态环境类”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疾病与灾害

类”的影响(M 1-2=0.455 , p<0.005),也大于“生活

环境类”影响(M 1-3=1.246 , p <0.000),且对“疾病

与灾害”的影响程度知觉也高于对“生活环境”的知

觉(M 2-3=0.791 , p <0.000);在“可控性”维度上 ,

个体将“疾病与灾害类”视为最难以控制 ,与其他两

类差异显著(与“生态类”比较:M2-3 =2.04 , p <

0.000;与“生活环境类”比较:M 2-3 =2.269 , p <

0.000),且个体认为“生态环境”比“生活环境类”更

难以控制(M 1-3 =0.229 , p <0.05);在“熟悉性”维

度上 ,个体认为“疾病与灾害”是最陌生的 ,与其他两

类差异显著(与“生态环境类”比较:M1-2=0.517 , p

<0.000;与“生活环境类”比较:M 2-3 =0.306 , p <

0.05);在“持续性”维度上 , “生态环境类”被知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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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为持久 ,与其他两类问题的风险知觉存在显

著差异(与“疾病与灾害类”比较:M1-3=1.10 , p <

0.000;与“生活环境类”比较:M 1-3=2.142 , p <0.

000);在“发生可能性”维度上 ,个体认为“生态环境

类”与“疾病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要显著大于“生活

环境类” ,检验结果分别为:“生态环境类”与“生活环

境类” M 2-3 =1.884 , p <0.000;“疾病与灾害”与

“生活环境类”M 2-3=1.922 , p<0.000。在“结果严

重性”维度上 , “疾病与灾害”被知觉为后果最严重 ,

与其他两类差异显著(与生态环境类:M 2-3 =

-0.405 , p <0.005;与生活环境类:M 2-3 =2.479 ,

p<0.000)。

“生态环境类”与“疾病灾害类”总体风险认知水

平偏高 ,但在可控性与熟悉性维度上有所降低;“生

活环境类”的风险认知水平在多数维度上都低于生

态环境类与疾病灾害类。我们首先解释三类问题在

风险程度指标上的结果:“生态环境类”与“疾病灾害

类”被评价为风险程度最高的环境问题 ,这与近年来

科技对人类社会造成不断困扰 ,并且其造成的危害

大多是全球性的 、产生的结果直接威胁到民众的身

心健康有关系。分析具体维度的情况发现 , “生态环

境类”在影响程度 、持续性 、严重性维度上都呈现出

高风险认知水平 ,这一结果不难理解 。“生态环境

类”问题涉及到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各个方面 ,

对社会可能产生长久和广泛的影响;“疾病灾害类”

中多为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的疾病以及不可控的天

灾类条目 ,其造成损害的影响面极大 ,危害持续的时

间较长;并且由于 SARS 的出现 ,使民众面临一个手

足无措的突发风险事件 ,可能对于相关的风险认知

造成”涟漪效应”[ 6] ,因此 ,该类条目在风险程度 、可

控性 、熟悉性 、严重性等维度上的风险认知水平都高

于其他两类。值得注意的是 ,在风险发生可能性维

度上 , “生态环境类”与“疾病灾害类”被知觉到发生

的可能性要高于“生活环境类” ,这种认知与客观事

实可能是有出入的。现实中 ,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

频率远远低于持续不断出现的生活环境问题 。造成

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方面:首先 ,媒介的

作用。Chuk-ling Julian Laia[ 4] 等提出 ,媒介总会高

度宣扬或是低调处理某些特定的环境风险 ,以至于

不同文化下形成不同的公众风险认知特征。媒体对

“生态环境类”与“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强调 ,可能

会强化民众的认知。其次 ,某些认知策略的影响正

好对应了媒介的效应 ,例如 ,代表性策略 、易获得策

略等 ,民众因为经常暴露于大量关于疾病 、生态平衡

等方面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提取也就更容易 ,因此个

体知觉其发生的频率更高 。而这与专家强调的客观

“风险概率”有实质性的不同 。

另外 , “民众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的概念也能

够解释上述现象。个体的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包含认

知和情感两个成分 ,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事件客观

信息的描述与加工 ,情感成分则倾向于以更加感性
的方式评价自身与事件的关系 。这两个成分受影响

的方式不同。通常 ,媒介信息可能使个体的认知成

分受到影响 ,而人际之间的交流不仅会影响认知成

分 ,还会对情感成分产生影响 。生活环境类中的条

目大都与个体的日常行为紧密联系 ,能够比较容易
地与人经常进行交流 ,从而对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

都产生影响 ,并因此显著地降低其风险认知水平 。

而生态环境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种媒介 ,其信息

传递的作用针对认知成分 ,因此知觉到的风险程度

更高 。另外 ,该结果也验证了“自愿性/强加性”风险

认知特点的重要解释能力。正像在综述中提到的 ,
个体对于自身对风险事件的控制感的评价决定其知

觉到的自愿性与强加性程度 。“生活环境类”的环境

条目几乎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主动采取的行为 ,

个体体验到自身对这些问题具有较高的控制能力 ,

因而在多个维度上都对其有较低的风险认知程度 。
对于另外两类环境问题 ,很多条目所反映的问题都

超过了个人的能力范围 ,个体在这些条目上具有较

少的控制能力 ,因而易产生对另外两类环境问题较

高的风险认知水平 。

3.2　风险特征维度分析

3.2.1　维度的因素分析
为探讨风险特征维度之间的关系 ,对本研究中

采用的六个风险特征维度进行因素分析 。Bartlett

结果χ2=375.27 , p <0.000;KMO 测度值为 0.71

>0.6 ,表明可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 ,进

行方差最大化旋转 ,根据碎石图和解释方差百分比 ,
抽取两个因子 ,解释了方差 68%(结果见表 3)。其

表3　维度因素分析结果

因子

1 2

严重性 0.894

可能性 0.873

持续性 0.840

影响程度 0.552

熟悉性 0.873

可控性 0.852

中 ,因子 1包括“严重性” 、“可能性” 、“持续性” 、“影

响程度” ,这四个维度都是对环境风险性质的描述 ,

将其命名为“客观认识” ;因子 2包括“熟悉性”与“可

控性”两个维度 ,是个体对自身控制客观环境中风险

状态的主观性体验 ,将其命名为“主动作用” 。

3.2.2　风险认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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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观认识”作横坐标 ,“主动作用”作纵坐标 ,

来标注 39个环境风险条目所对应的位置。根据条

目的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 ,在条目频次的上下 27%

处分界画出坐标轴 , 其对应的点分别是横坐标的 5.

49 、6.6处;纵坐标的 3.76 、4.44处。见图 2 。

图 2　环境条目的认知地图

　　象限Ⅲ中分布的条目其风险知觉程度最高 ,即民

众对 SARS 、传染性疾病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极高的

风险认知。这些问题不仅被知觉为影响程度大 、持续

时间长 、极易发生 、后果严重 —处于客观性维度的上

27%(数字大表示其客观性风险高),而且被知觉为非

常陌生 、难以控制—处于主动作用评价的上 27%(数

字大表示个体难以主动控制该风险)。因此 ,这些问

题上处理不当 ,极易引起公众的焦虑与恐慌。

个体对分布在象限 I 中的条目 ,其影响程度 、影

响持续性 、可能性 、后果严重性等判断较低(下

27%),而在可控性与熟悉性维度上却判断较高(上

27%)。这些条目分别是地震 、转基因食物 、铁路运

输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环境问题对于公众而言暂时

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且难以控制 ,在实际操作中可

将之放在次要的地位进行考虑 。

象限中 Ⅶ 的条目被认为其客观危害程度较低 ,

且也很容易被控制 ,这些条目主要涉及被动吸烟等

方面的问题。该象限中的环境问题不属于紧迫的问

题 ,可暂不考虑 。

其他象限中的条目没有表现出极端的“客观认

识”或“主动作用” ,只能在风险沟通过程中结合具体

情况加以考虑。该认知地图以两个综合的维度作为

分析判断的依据 ,比单一维度的结果更能够有效地

表征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特征。

4　总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风险程度指标”的有效性 ,并对

六个维度进行因素分析后 ,发展了两个新的维度 ,分

别命名为 “客观认识”与 “主动作用” 。该模型与

Slovic等提出的两维度风险评价模型有所区别 ,但与

Lazarus(1966)等人提出的“二次评价”理论基本一

致 ,都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

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这

两个维度形成的框架下分析环境问题 ,能够获得各

种环境问题的权重信息 ,由此形成的风险认知地图 ,

能有的放矢地开展风险沟通工作 ,进一步丰富 Slovic

等“过程导向”的风险沟通方式。

本研究运用因素分析的统计手段 ,将环境问题

划分为“生态环境” 、“疾病灾害” 、 “生活环境”三类 ,

并检验了不同环境类别的风险认知特点 。在对三类

环境问题的风险认知特征检验中 , “疾病灾害类”环

境问题在大部分维度上的风险知觉都显著高于其他

两类 , “生态环境类”环境问题在较多维度上也被评

价为风险较高 ,而“生活环境”在大多数维度上风险

认知都偏低。综合前人提出的“风险认知决定因素”

“自愿与强加的影响”以及心理学中的代表性的原

则 ,我们认为 ,由于当时正处于 SARS 疫情高发期 ,

而疾病造成的后果又十分严重 ,因此人们主观上对

于疾病灾害的风险有着强烈的恐惧情绪 ,对“疾病与

灾害”类风险认知较高;由于个体对“生态环境问题”

的控制能力较低 ,因此对其风险认知水平也偏高;而

“生活环境问题”虽然举目皆是 ,但由于人们不仅能

在认知层面上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解 ,还能够通过

一些“情感性”交流方式降低对它的风险认知 ,因此 ,

对该类环境风险的评价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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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说” ,否定了元认知监测的特质说 。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5.1　在问题解决领域 ,儿童的元认知监测判断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 ,受材料 、指导语 、性别因素影响元认

知监测判断两两之间又表现出显著差异 。

5.2　元认知监测判断与策略选择具有高相关 ,即元

认知监测判断水平越高 ,儿童策略的选择效果越好 。

5.3　在不同的材料 、指导语 、性别因素上元认知监

测判断与策略选择相关程度不同 ,表现出较复杂的

关系 ,不具有跨


